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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宋代的乡饮酒礼变革
——兼论礼典设计对地方官僚政治的回应

杨 华

摘 要 朱熹十分重视乡饮酒礼，并于庆元年间改革乡饮酒礼。他纠正了绍兴礼式中

的多处不合古礼之处，并重新确定了宾、主、僎、介的座位和秩序。他将“僎”或“遵者”的角色

进一步制度化、固定化，并将早先规定的“僎”的身份即“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改为“州以

倅，县以丞或簿”。这一简易、从时、通变、实用的礼制改定，反映了宋代地方按察官的制度变

迁，是南宋添差、奏辟之类冗官增加以后在礼典设计上的一个制度性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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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曾参与南宋乡饮酒礼的改定。从古代乡饮酒礼的演变史来看，这场改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

以《宋史·礼志》的记载为主线，将这一史实与《仪礼·乡饮酒礼》以及朱熹本人的《仪礼经传通解》《朱

子语类》进行对照分析，并参以《大唐开元礼》《宋会要辑稿》等礼典记载，阐发朱熹改定乡饮酒礼的经

学意义和政治内涵。

一、朱熹之前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是上古中国尊贤养老、上贡人才的乡村礼仪，见于《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

义》《周礼·地官·乡大夫》《周礼·地官·党正》等篇。乡饮酒礼的主要功能，汉唐注疏中都有阐明。孔颖

达《乡饮酒义》正义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则三年宾贤能，二则卿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蜡祭饮酒。总

而言之，皆谓之“乡饮酒”。[1]（P1682）

与孔颖达同时的贾公彦，在为《仪礼·乡饮酒礼》作疏证时，持论基本相同 [1]（P980）。按照唐人的理解，
以上四种礼仪均属乡饮酒礼，只不过举行的频率、宾主级别有所不同。这四种功能又可简化为两种：一

是尊贤，即宾士贡才；二是养老，即序齿尊长。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尊贤贡才的部分演变为贡举“鹿鸣

宴”，即科举及第后，由地方官员为新科举人举行饯行酒会，时间是每年贡举之时（约为十月）。此制从

唐代沿续至清代。此种乡饮酒礼，见于《大唐开元礼》，其举办的主人是刺史，举行的地点大多在学校 [2]

（P603）。序齿养老的部分，在《大唐开元礼》中则另有专名，称为“正齿位”之礼。举行此礼的主人是县
令，其规格低于鹿鸣宴，更接近上古乡饮酒仪式。该礼举行的时间是每年冬季十二月 [2]（P606）。王美华
已经指出，唐代宾贡饯行的乡饮酒礼，因为贡举制度的实施而成为常典；地方上父老百姓劝善行礼、言及

孝子养亲的乡饮酒礼仪式，虽然屡有朝廷诏令（贞观六年、唐隆元年、开元六年）却流行不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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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以尚贤为主的鹿鸣宴被进一步礼制化。北宋各州“宾贡”时地方长官也要专门摆设饯行

仪式，席中要赋诗唱和，俨然文人雅集。唐代宾贡乡饮酒礼固定在州县学校举行，而宋鹿鸣宴则在学校

之外举行（如徐州黄楼）。大致都是知州担任主人，率领属僚，立贡举之人为宾，另邀请当地乡绅，群贤

毕集，逸民来会 [4]。北宋末年，政和议礼局的札子将鹿鸣宴改名为乡饮酒礼，得到宋徽宗批准：“州郡鹿鸣

宴乃古乡饮之意，可止改鹿鸣之名。”[5]州郡的鹿鸣宴，改称为乡饮酒礼，只不过在其基础上掺杂一些养

老、射箭之仪，实现了“鹿鸣宴的剥离与‘尊德尚齿’概念的回归”[3]。宋初的《开宝礼》已不得见，据朱熹

说，它“多本《开元》，而颇加详备”[6]（卷 84 P2182）。《政和五礼新仪》基本内容今见于《四库全书》，但
并无地方乡饮酒礼的内容。正如申万里所指出，宋代乡饮酒礼存在三种类型：第一，岁末年初由地方官

主持，地方儒士、耆旧参加的乡饮酒礼；第二，在儒学、贡院新建成或改建完成之时，为了庆贺而举行的乡

饮酒礼；第三，鹿鸣宴，即贡士之时举行的乡饮酒礼 [7]。当时人已经意识到，宋代流行的鹿鸣宴与上古乡

饮酒礼相比，存在巨大差异：

然古礼有宾、主、僎、介，与今之礼不同。器以尊俎，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

西南，主人坐东南，僎坐东北，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

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与今之仪不同。[8]（卷 114 P2721）

这种批评，实际上是用养老的正齿位礼，来要求和批评州一级贡士鹿鸣宴。所幸当时的明州（今宁波）

地区还保留了唐代古礼遗风（“唐贞观所颁礼，惟明州独存”），即乡里养老之礼。于是政和礼局讨论新礼

时，便自然而然对之大加参酌借鉴。实际上，明州地区民间的乡饮酒礼，“以岁之元日或冬至，太守率乡

之士大夫，释菜于先圣先师，而后会拜堂上，长幼有序，登降有仪，摈介有数，仿古乡饮酒礼”[9]。这与唐代

的“正齿位”之礼基本相同，不过加进了一些新元素。南宋士人四处呼吁，恢复上古乡饮酒礼尊老的本质，

明州的乡饮酒礼遗俗自然成了一种文化范本。绍兴七年（1137），明州郡太守仇悆在当地学校中推行乡
饮酒礼，后来又用官田 106 亩作为此后举行乡饮酒礼的开支基础 [10]。这种经验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

绍兴十三年（1143），林保上奏请求制订乡饮酒礼仪制，朝廷“颁乡饮酒仪于郡国”[8]（卷 30 P558），
即向全国颁布此礼。同时，朝廷还把是否参加过乡饮酒礼，作为参与科举考试的必要前提条件：“非尝与

乡饮酒者，毋得应举。”[11]（卷 13 P282）这就是所谓“乡饮酒举士法”。四年后，即绍兴十七年（1147），朝
廷下诏，州县每三年举行一次乡饮酒礼，于是乡饮酒礼便在各州郡开始推行。但是，这个制度推行十多年

后，“士人不以为便”，于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朝廷规定不再把乡饮酒礼作为举人考试的必要条件，
下诏“罢乡饮酒举士法”[8]（卷 31 P585）。其政策是，“乡饮酒听人自为之，公家不得预”[11]（卷 13 P282）。
此后，公家不再组织地方乡饮酒礼，各地自行组织。这当然导致了民间乡饮酒礼的衰落。

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以下简称“绍兴礼式”），由国子祭酒高闶制定 [8]（P2722），曾被朝廷“镂版
颁行”，见于今本《宋会要辑稿》之“礼部”四十六。其内容较长，无法赘引，兹列其程序如下：

（1）设主、宾、僎、介、三宾、设郡僚之位；（2）释菜于先圣先师；（3）肃宾；（4）序宾；（5）
主献；（6）宾酬；（7）主人酬介；（8）介酬众宾；（9）沃洗；（10）拜送；（11）约束九事。[12]

（P1759-1761）[13]（P720-721）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此礼式共有十二节：

其仪有肃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

凡十二节。又有约束凡（九）事。主人以守令，其酒食器用，乡大夫士之有力者共为之。¬ [11]

（P282）[12]（P1760）

¬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整理本以“又有约束”后断句，后作“凡事”，恐误。“约束九事”即参加乡饮酒礼的九条规定，《宋会要辑稿》罗列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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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环节，绍兴礼式中只剩下执事者进荐脯醢，宾径直享用脯醢。“左执爵，祭用右手”是古礼中的定式，纯

粹是出于左右两手的使用方便。绍兴礼式中的“执事者右荐脯醢”与《仪礼》中宾的“左执爵，祭脯醢”，

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这些错误相当严重，朱熹的批评在所难免。那么，朱熹改定的乡饮酒礼是什么面貌呢？《宋史·礼志》

对其具体仪式有详细记载：

其主，则州以守、县以令，位于东南；宾，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于西北；僎，则州以倅、

县以丞或簿，位东北；介以次长，位西南；三宾，以宾之次者；司正，以众所推服者；相及赞，以

士之熟于礼仪者。

其日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退各就次，以俟肃宾。介与众宾既入，主人

序宾祭酒，再拜，诣罍洗洗觯，至酒尊所酌实觯，授执事者，至宾席前跪以献宾，宾酬主人，主

人酬介，介酬众宾，宾主以下各就席坐讫。酒再行，次沃洗，赞者请司正扬觯致辞，司正复位，

主人以下复坐。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三宾至西阶立，并南向。

主人拜，宾、介以下再拜。宾、介与众宾先自西趋出，主人少立，自东出。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

右，东乡；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退。[8]（P2722）

此段 300 余字的记载相当概括，肯定不是朱熹版本的全文，但可见其梗概。如果把《开元礼》乡饮酒礼
式、绍兴十三年高闶乡饮酒礼式、朱熹庆元年间乡饮酒礼式这三者进行比较，会发现诸多富于历史意味

的现象。以下在上引王美华文的基础上，再加发覆。

第一，朱熹定礼，重新确定了宾、主、介，尤其是僎的身份和秩序。据《仪礼》和《礼记》，乡饮酒礼中

受到礼遇的宾和介是“处士贤者”，即地方上未仕的长者、贤者、致仕者，类似于后代的乡绅。主人是“诸

侯之乡大夫”，即地方长官。僎（古文经作遵，或作驺、驯等），是本乡在外地任职的官员，他们若此时在

本乡参加乡饮酒礼，要么是前来观礼，要么是辅助主人（乡大夫）完成仪式。因为不是所有的乡里都有

人在外任职，也不是所有在外任职的官员都会回来参加故乡的乡饮酒礼，所以“僎”（遵者）的到来具有

不确定性。在《仪礼·乡饮酒礼》的布席环节，并没有为他们安布座席。一旦他们参加乡饮酒礼，则安布

在阼阶之东北，主人在阼阶上，宾在西北，介在西南，形成所谓四方布席格局。正因为僎（遵者）是个不

固定的参礼者，所以宋代以前，都没有为之常设席位。《开元礼》的《乡饮酒礼》和《正齿位》二篇中，都

没有僎（遵者）的身影。北宋初年的《开宝礼》已佚，无从了解当时的国家典制。但是，北宋徽宗政和二

年（1112），议礼局札子中已提到僎（遵者）[5] 。此奏获准执行，意味着僎（遵者）成为与宾、主、介并举
的一个常设席位。而后来绍兴礼式中，僎（遵者）更成为一个常设席位。朱熹的庆元订礼，进一步明确了

僎（遵者）的身份和地位。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讨论 [16]。

第二，朱熹定礼，进一步确定了乡饮酒礼中“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仪式。祭祀先圣先师，传统悠久，

见于《礼记·文王世子》。东汉时“郡国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祠先圣先师周公、孔子，牲以太牢”；曹魏

正始年间，“齐王每讲经遍，辄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17]（卷 21 P670）。北齐和隋朝已有乡饮酒礼
祭先圣先师之礼 [18]（卷 9 P181）。到唐代，国家正式将释奠先圣先师列为国家祀典，与天神、地祇、人鬼
共享祭祀。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即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祭孔，成为成例。贞观四年（630），唐太
宗下令州县学校皆建孔子庙，于是孔庙遍及全国各地。绍兴礼式规定，在行礼的当天先要去拜祭先圣先

师：“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对先圣先师行释菜礼之后，才开始肃宾和其他仪节。向

先圣先师行释菜礼，虽是上古以来的学校礼仪，但在《仪礼》《礼记》和《开元礼》中，它与乡饮酒礼本

来并无直接联系，只是南宋才将二者联系起来。朱熹的庆元礼式，对“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程式只字未

改，完全加以继承。《朱文公文集》中有《行乡饮酒礼告先圣文》一篇：

昨朝廷举行乡饮酒之礼，而县之有司奉行不谨，容节谬乱，仪矩阙疏，甚不足以称明天子



杨 华：朱熹与宋代的乡饮酒礼变革 · 111 ·

举遗兴礼之意。今者宾兴有日，熹谨与诸生考协礼文，推阐圣制，周旋揖逊，一如旧章。即事

之初，敢以舍菜之礼，谨修虔告。[19]（第 24 册 P4032）

这篇告文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但从祭文内容可知，朱熹不满意县里乡饮酒礼的疏漏谬乱，故而与弟子

们一起重新演练了一番乡饮酒礼。他“一如旧章”地习礼之前，首先用舍菜之礼祭祀先圣孔子。他对于

向孔圣行祭的神位、时间、仪式和祭器等特别注意，专有《释奠申礼部检状》加以考订说明 [19]（第 24 册

P4993-4995）。朱熹对绍兴礼式中崇祀先圣先师仪式的继承，是他尊孔崇儒、祖述道统的必然结果。道学
家特别重视尧舜禹三代、文王、周公、孔、思、孟的学脉传灯，这种“判教”也是他们被目为“道学”中人的

一大标志 [8]（卷 427）。正如尤褒所说：“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

教。”[8]（卷 389 P1929）朱熹定礼，首先祭祀先圣先师，通过乡饮酒礼来教化乡里，其意甚明。
第三，对照《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和《开元礼》，可知朱熹的礼式沿续了绍兴礼式从

简从俗的思路，其仪节已大为减省。时代越晚，乡饮酒礼的仪式越趋简化。

（1）《仪礼》和《开元礼》中都有戒宾环节，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不再设此。（2）《仪礼》和《开元
礼》中，主人与宾行的“一献之礼”，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只有主人献宾、宾回酢主人，省略了主人再酬

宾这一环节；主人与介行礼，《仪礼》和《开元礼》中，都有介回酢主人的环节，但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

中则省略之。（3）在酬众宾环节，《仪礼》和《开元礼》中对三宾（长、次、又次）都是主人亲自分别酬
酒；对堂下众宾的酬酒，《仪礼》由介完成，《开元礼》则由主人亲自完成（“每一人升，受爵”，即一一分

别酬之）。而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则大为减省，对三宾和堂下众宾的酬酒，均由介一人来完成，主人不再

参与。（4）在旅酬环节，《仪礼》和《开元礼》都有“无算爵”，而绍兴礼式虽然也说到“修爵无算”，但限
定为“酒三行”，主、宾、介、众宾顺序献酒，饮三个循环。而朱熹礼式中，更简化为“酒再行”，只饮两个循

环。（5）《仪礼》和《开元礼》中均有歌笙作乐环节，而绍兴仪式和朱熹礼式中未有明载。
第四，在删繁就简的同时，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却另外增加了一个“扬觯致词”仪节。它安排在旅酬

的“酒三行”（朱熹的“酒再行”）之后。

赞者曰：“请司正扬觯。”次引司正取主人觯诣洗觯，至席前跪而扬觯讫。赞者请司正致

词。司正乃言曰：“古者于旅也语，于是道古。仰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今兹举行乡饮，

非专为饮食而已，凡我长幼，各相劝勉，忠于国，孝于亲，内睦于闺门，外比于乡党，胥训告，胥

教诲，毋或衍堕，以忝所生。”赞者曰：“修爵讫。”[12]（P1760）

这一段仪节，不见于《仪礼》，在《开元礼》的《乡饮酒》中也无有所见。但从《开元礼》的《正齿位》

中则可以发现它的前缘：

司正乃扬觯而言曰：“朝廷率由旧章，敦行礼教，凡我长幼，各相劝勖，忠于国，孝于亲，内

穆于闺门，外比于乡党，无或僭惰，以忝所生。”[2]（P608）

不难发现，南宋乡饮酒礼的“扬觯致词”环节，就由唐代正齿位礼的“司正扬觯而言”演变而来，均设在乡

饮酒礼末尾，通过司正训辞来宣示举行乡饮酒礼的目的，劝勉参加的乡党们敦行礼教，孝忠家国。

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发展了唐人在乡饮酒礼末尾的这道宣教仪节。与唐代《开元礼》稍有不同的

是，宋礼司正的开场词是“古者于旅也语，于是道古”，这与上古乐教的“道古”环节可以对应。《礼记·乐

记》说，正音雅乐演奏之后，有一个“道古”环节：“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

发也。”宋人重拾并强调这个“道古”仪节，无疑与其内涵有关——“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正是南宋理学
家们念兹在兹的根本追求，也正是理学家们通过仪式来教化乡里的一个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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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饮酒礼与宋代地方官僚政治

朱熹平生最重礼学。正如钱穆所云：“朱子于经学中，于礼特所重视。”[20]（P112）然而朱熹绝非食
古不化的腐儒，其制礼重在通今和实用，他改定的乡饮酒礼式也体现了这两大特点。

一是“礼时为大”[6]（P2275）。朱熹说:“礼，时为大。使圣贤用礼，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
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6]（P2185）他多次谈及乡饮酒礼无法完全复古：

乡饮酒礼，向来所行，真成强人，行之何益！所以难久。不若只就今时宴饮之礼中删改行

之，情意却须浃洽。[6]（P1009）
乡饮酒礼，节文甚繁，今强行之，毕竟无益，不若取今之礼酌而行之。[6]（P2226）

其简化古礼的总体策略，就是“取今之礼酌而行之”[6]（P2226）。这与他对冠、婚、丧、祭诸礼的改革同理
合辄。“士相见礼、乡饮酒礼、射礼之属，而今去那里行？只是当存他大概，使人不可不知。”[6]（P2285）钱
穆概括说：“朱子修礼经，事若稽古，实欲通今。”[20]（P165）
二是“通变实用”。他认为，上古礼制即使在当时也不可能完全实行，必须代有“通变”，圣人须别有通

变之道 [6]（P2205）。对于乡饮酒礼，只要根据礼义制定一个“尊卑隆杀之数”，便可通行：

如乡饮酒之礼，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必能。只后世太无制度。若有圣贤，为之

就中定其尊卑隆杀之数，使人可以通行，这便是礼。[20]（P2205）

钱穆说：“朱子治礼，则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20]（P113）那么，朱熹制定的庆元礼制是如何“变通”
而“实用”的呢? 下面仍以僎的身份变化加以说明。
如上所述，僎（遵者）系指在朝廷出仕的官员，他们参加本乡之乡饮酒礼并非常制，只是北宋政和修

礼时，才使他成为与宾、主、介并列的一个常设席位。而后来南宋绍兴十三年礼式中，僎（遵者）更加成

为一个常设席位。朱熹的庆元定礼，进一步明确了僎（遵者）的身份和地位。但表述却有所不同：

僎，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位于东北。（绍兴十三年礼式）

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朱熹庆元礼式）

无论在绍兴礼式中，还是在朱熹礼式中，僎的身份已与《仪礼》大不相同，他们不必是在外地为官的本

乡士绅，而固定化为主人（州、县长官）的同僚。在《宋会要辑稿》所见的绍兴礼式中，出现了七次“僎

从”的规定：（1）肃宾时，“主人出次，僎从”¬；“主人入门左，僎从”­。（2）序宾时，“主人先升阼阶，僎
从”；“相者引主人……酌酒，如释奠仪，僎从”。（3）主人献酒时，“主人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4）介酬
众宾时，“主人就席，僎从”。（5）送宾时，“相者引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
向，僎从”。在朱熹的庆元礼式中，其送宾环节也特别标明了两处“僎从”®，显然，对僎与主人的身份关系，

朱熹的设计与绍兴礼式并无不同。不难想象，在以上场景中，僎的周旋揖让、兴坐跪拜基本上都随着主

人（知州军、知县）的礼仪动作在进行，仿佛成了主人的随从或相赞。按照《仪礼·乡饮酒礼》，主人为乡

大夫，僎是“乡人为卿大夫来观礼者”，后者是临时前来的观礼者，而且地位要高于主人。与之相较，宋人

乡饮酒礼中的僎，不仅角色被固定化、法理化，而且地位也大大“矮化”。何以如此？这必须结合宋代的地

方政治制度才能予以说明。

宋代的地方职官分为州（府、军、监）、县两级。县一级地方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县尉，知

县为主吏，由中央派出。州一级地方官吏，除知州外，每州还设“通判”一职，以分割和牵制知州的权力。

¬ 《宋会要辑稿》第 1759 页该句作“僎从至庠门外”，误，当以“僎从”下断句。
­ 此处“主人入门左……众宾皆入门右”，疑“左”、“右”倒误，《宋会要辑稿》第 1759 页点校时未予乙正。
® 该句中华书局整理本第 2722 页作“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显然有误，当以“僎从”下断句。汤勤福、王志跃《宋史礼志
辨证》第 721 页已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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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前期，通判具有实权，州一级政府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

同裁处之”[21]（卷 7 P182）。宋初设通判，只是临时差遣性质。宋真宗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加强，知州普
遍文人化，通判以文监武的职能自然趋于弱化。于是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部分地方知州和诸司奏辟通

判，即自己选拔通判；二是通判添差制度化，即领取虚俸而不任实事的虚冗通判，得到合法认可。孝宗淳

熙六年规定：“自今宗室、戚里、归正官等，应合用恩例添差通判，每州共不得过一员。”[12]（P4304）由此，
通判数量大大增多，地位下降，实际上已下降为知州的副贰地位，因此宋人普遍称通判为“倅”，即“副贰”

之称 [22]。明乎此，便会理解，朱熹的庆元乡饮酒礼式中，为什么把绍兴礼式的“僎，州以通判”，改为“僎，

则州以倅”。

宋代地方职官员额增加，再加上添差、奏辟泛滥，官员数量更加庞大了。北宋末年，已是“员多阙少，

自倅贰以下多添差”[8]（卷 380 P11715）。南宋时期冗官更多了，绍兴年间，“上自监司、倅贰，下至掾属、
给使一郡之中，兵官八九员，一务之中，监当六七员，数倍于前日。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禄，所以重困生

民”[8]（卷 160 P3755）。《文献通考》统计宋代官吏人员：

祖宗时，内外文武官通一万三千余员。……绍熙二年，京朝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合四

选，凡三万三千一十六员。庆元二年，京朝官如绍兴之数，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员，大

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十员，通四选凡四万二千有奇。盖五年之间所增，

仅九千余员，可谓官冗矣。[23]（卷 47）

庆元二年（1196），正是朱熹定礼的年代。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中，很多人虽然官阶职级不低，但却空享
虚俸而无实职，他们如何参与地方政治生活呢？换言之，他们如何彰显自己的存在呢？州、县定期举行礼

仪活动，便是既体面又符合他们身份的重要内容。

据政和二年议礼局札子，乡饮酒礼参加者为“提举学事司、知州军事、当贡者、州之群老以及本州属

官”[5] [8]（P2721）。知州或知军，是乡饮酒礼中的主人，如果在学校举行，则由提举学事司担任主人；贡
士或当贡者是宾；州之群老、州学教授，充当三宾或众宾。那么，僎由谁来充任呢？政和议礼局札子的表

述为“本州属官”，《宋史·礼志》的表述为“应赴乡饮酒官”，这与绍兴礼式的“州以通判”、朱熹庆元礼式

的“州则以倅”，完全可以呼应互证。

朱熹本人在朝廷和地方都曾任过职，例如任过同安、漳州地方官，也做过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使，在

书院和州县参加的乡饮酒礼应不在少数。他自然明晓南宋乡饮酒礼具体实行过程中，主人（知州、知县）

与僎（州通判、县丞或县簿）的身份高低。一方面，对于僎的角色被降低为“本州属官”的现实，他在庆元

礼式中予以认同，而且通过“倅”字的一字之改做了肯定。另一方面，“倅”包括通判，但涵盖范围比通判

更为广泛，在这个意义上，他认可了当时大量添差闲职都可以参与乡饮酒礼并充当僎的事实。

朱熹改定乡饮酒礼时，已至其人生晚年。经过“庆元党禁”，朱熹告官还乡，着手《仪礼经传通解》的

撰作。而在《仪礼经传通解》中，《乡礼》三卷则是他最早审定的文本之一。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实践

层面，他都非常重视乡饮酒礼。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朱熹改定的乡饮酒礼，具有简易、从时、通变、实用

等特点，反映了南宋地方官僚制度的现实，是南宋地方添差、奏辟之类冗官骤增以后，在礼典设计上的一

个制度性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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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Xi and Changes of the Township Drinking Ceremony
in the Song Dynasty

A Response of the Confucian Ritual Designs to Local Bureaucracy

Yang Hua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Zhu Xi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ownship Drinking Ceremony and reformed the cer-
emony in AD 1195-1200. He criticized and corrected a number of Gaokang’s ceremony details that we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Confucian ritual, and re-established the seats and sequence of Bin（宾）, Zhu（主）,
Zhuan（僎）and Jie（介）. He further institutionalized and strengthened the role of Zhuan（僎）or Zun Zhe
（遵者）, who used to be assistant and dispensable officials in the traditional Township Drinking Ceremony.
In addition, Zhu Xi changed the stipulated identity of Zhuan from“by Tong Pan in states, by Cheng or Bu
in counties”（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to“by Cui in states, by Cheng or Bu in counties”（州以倅，县以丞
或簿）. This simple, flexible, practical, and up-to-date ritual reform reflected the bureaucratic change of super-
vision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It was also an institutional reflection of the increase of sinecure officials.

Key words Zhu Xi; Township Drinking Ceremony; bureaucratic politics in the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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